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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那个寂寞的
三峡反对者走了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又一位颇具分量的

三峡工程反对者被时间

带走了。2011 年 4 月 11

日，陆钦侃先生看了这

个世界最后一眼，生命

由此定格在了 98 岁。

和黄万里一样，陆

钦侃也曾努力反对过三

峡工程上马，但在三峡

工程已然上马的情况

下，他又努力争取降低

损失。

我们无意讨论反对

者的学术观点，但在现

行体制下，基于专业与

学识而敢于做少数派的

人，是可敬的。正如曾任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副组长的两院院士潘家

铮所言，“反对意见是最

宝贵的意见。”从这个意

义上说，他们也是三峡

工程的最大贡献者。

陆钦侃

生于1913年，1947年
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
硕士学位，曾供职原国民
政府资源委员会，1949年
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
划，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
局副总工程师。1988年参
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
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
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
字的专家之一。2011年4月
11日于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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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清的告别仪式
响在他们耳边的是熟悉的

歌声《long long ago》，赵薇在
《情深深雨蒙蒙》中所唱的《往
事难忘》的英文原曲。在这样的
氛围中，来者大多面色沉静，但
并没有多少悲戚，而是在沉思。
林邑心想，这应该是真正的缅
怀

陆先生去世的消息是从微
博上传开的，4月15日上午，正
在家读书的北京网友林邑突然
看到了这条信息。

这一天的上午11时，八宝
山竹厅，将是陆钦侃老人滞留
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站。

这是林邑第一次了解陆钦
侃这个人。微博上说，这是一位
最具分量的三峡工程反对者，

“和黄万里先生一样，陆先生也
努力反对过三峡上马，但在三
峡已然上马的情况下，他又努
力争取降低损失”。“1988年参
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
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
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
一”。

“去八宝山一趟吧，见老人
最后一面。”

这是林邑第二次走上八宝
山。

上一次来，是罗京去世。林
邑形容，那是一个大场面。“喧
嚣的人声，攒动的人群，看到有
些悲伤的表情，也看到了追星
者巴巴相望的空洞目光。”

相比起来，陆钦侃先生的
告别仪式，非常简单，甚至有些

冷清。
4月15日，林邑走进大门，

远望，没有什么名人去世的迹
象。走近，才看到竹厅外有七八
个身着深色衣服的人三三两两
在低声交谈。屋里的人也并不
是很多，大家各自坐着耐心等
候或低声谈话。

“来者不过百，”来参加告
别仪式的朋友并没有看到那些
平常不易见到的领导。李锐本
来要来的，但考虑到他年事已
高，家人阻止了。

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原
水电部副部长，是三峡工程最
早的反对者之一。

来参加者告诉本报记者，
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亲朋好友，
老同事，陆老的学生。

响在他们耳边的是熟悉的
歌声《long long ago》，赵薇在

《情深深雨蒙蒙》中所唱的《往
事难忘》的英文原曲。在这样的
氛围中，来者大多面色沉静，但
并没有多少悲戚，而是在沉思。
林邑心想，这应该是真正的缅
怀。

让她感动的一幕是，当坐
在轮椅上的陆夫人刚刚离开竹
厅，一位在家人陪伴下蹒跚而
来的老人上前握住了她的手，
大声说，“我是陆老的学生。”陆
钦侃的后辈提醒周围人，不要
催促这个老人，让他慢慢走，不
着急。

林邑后来知道，这位老人
叫金绍绸，地理学家，也是三峡
工程的反对者之一。

“反对派”里的战友
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来都

不曾有这么一个规模浩大的工
程。在它面前，陆钦侃和李锐两
位水利专家，尽管论点并不完
全相同，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严谨的治学之风

跟几个朋友一样，从八宝
山离开后，林邑记住了两则挽
联。一副是来自北京一家名为

“传知行”的研究机构，其上联
是：“人云无法亦云 三峡关乎
民生 子丑寅卯 是非有赖我
公砥中流”。另一副是李锐所
写：“战友钦侃千古，李锐泣
挽”。

前联作者是一帮80后的年

轻人，后者则是一位白发老者。
林邑很感动李锐称呼陆先

生为“战友”。这帮“传知行”里
的80后年轻人告诉她，在曾经
漫长的三峡工程论证时期，李
锐和陆先生是有一段历经数十
载的“战友情”的。

李锐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
的三峡工程反对者。

1950年，李锐和三峡工程
支持者林一山有过一段长时间
的争论。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
毛泽东亲设擂台，让林、李直接
交手。这次会议上，李锐把三峡
工程拉下了马。

李锐的陈述，使毛泽东对
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称三峡工程的修建尚未决定，
并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但三峡工程的论证远没有
结束。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

“小圈子”里的三峡论战，到了
80 年代，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
话题，报刊上到处是三峡工程
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
晚建？低坝还是高坝？

陆钦侃和李锐就相知相遇
在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学术论战
里。

从一开始，三峡就是一个
大体量的工程。在与林一山辩
论时，李锐按图说理，1957年全
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
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

1000亿度以上，占全国发电量
的比例过大，将严重影响电网
的运行，他还打比方：“在一座
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
商店吧，尤其是大城市，需要多
少个商店啊！”

作为水利水电与防洪专
家，陆钦侃则不断提醒人们审
慎对待三峡的防洪功能。

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来都
不曾有这么一个规模浩大的工
程。在它面前，陆钦侃和李锐两
位水利专家，尽管论点并不完
全相同，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严谨的治学之风。

他们也由此成为坚定不移
的战友并长期并肩“作战”。

拒绝签字后的努力
1988年的论证结束之后，陆

先生并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
注三峡的终结。通过李锐等人，
他不断梳理完善自己的相关学
术观点，转呈中央高层领导。作
为从旧中国走来的水利水电专
家，陆先生视此为对国家的“最
大不辜负”

在论战三峡这个事情上，
确切地说，是陆钦侃接过了李
锐的接力棒。

1988年的三峡论证，是三
峡历史上无法绕开的一次权威
论证。201 0 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原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
陆佑楣在接受《瞭望》采访时回
忆，“对三峡工程，李锐是坚决
反对的，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
划办公室主任) 是坚决主张上
的，当时有关负责人考虑，这两
个人在一起，论证会就开不成。
所以都不请。”

此次论证总计邀请专家
412位，分14个小组开展专题讨
论。陆钦侃受邀担任防洪组顾
问，是年他75岁。

论证的结果并不让陆钦侃

满意，但“少数服从多数”，论证
结果是支持三峡工程上马。

陆钦侃选择了拒绝在论证
结果上签字，当时，同组的另一
位专家方宗岱和他做出了一样
的选择。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多次
与陆钦侃探讨此事的媒体记者
杨晴(化名)回忆，1988年的论证
结束之后，陆先生并没有以拒绝
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通过
李锐等人，他不断梳理完善自己
的相关学术观点，转呈中央高层
领导。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的水利
水电专家，陆先生视此为对国家
的“最大不辜负”。

当年年底，陆钦侃听说1989
年两会期间，三峡工程将以全体
与会代表投票表决的方式征求
最终意见。考虑到与会代表中很
多人不懂水利，陆钦侃和同样曾
供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
利专家孙越崎一道，紧急编写

《长江 长江》一书，汇集一线专
家对三峡工程的反面论证声音，
以期让更多不了解三峡的人更
全面地认识三峡。

杨晴参与了该书的编写，

她说，因时间仓促，该书封面上
出了一个大差错———“陆先生
的名字，被印成了‘陈钦侃’，当
时我们那个生气啊，倒是陆先
生不当回事，他说，只要大家了
解到这些内容就好了。”

但这并没有逆转三峡工程
的大势。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
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投票结果
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
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
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
67%，超过2/3。

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充分表达已经让他们感到满
意。杨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
叹，“在一件举国大事上，选择
弃权和反对的代表接近 1/3，这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

“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
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
对。”向记者回忆起三峡论证中
的激烈争论，86岁的何格高仍
然很激动。

何格高也是当年拒绝签名

的9位专家之一，当时任职国家
计委下属中咨公司的他，参加
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
评价两个专家组。

解放前就读中央大学时，何
格高是陆钦侃水利课堂上的一
名学生。1988年的三峡论证中，
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
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何格高
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

“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
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

“当时可能有一些人在政
治态度和学识素养之间选择了
前者，但陆先生显然认为，在这
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势中，知
识分子首先应该坚守专业素
养，并视此为己任。”杨晴回忆
说，尤为难得的是，在三峡工程
上马之后，陆先生也没有停止
对三峡的关注，他在尽己所能
降低损失。

2000年，陆钦侃还和中国
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
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
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
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
三峡大坝导流底孔。

死后“上墙”的愿望
杨晴说，陆钦侃是这样跟家

人解释的，解放前他是在国民政
府供职，但后来并没有去台湾，
而是选择了新中国。后来因为反
对三峡上马，他被很多人误解。
所以他想在死后“上墙”，是希望
大家承认他是一个革命者

与陆钦侃痴迷三峡的态度
不同的是，在更多的时候，陆钦
侃的夫人、子女，则不愿让老先
生听到“三峡”二字。

在陆钦侃先生生前，杨晴

曾几度想为他留存一份口述
史，制作成纪录片。但老先生的
家人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有
人来谈三峡的事，他就很激动，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到处
找资料，找不到就发火。他干什
么都很执著，太认真，怎么劝也
不行。怕他犯病，这几年我谢绝
了所有关于三峡的采访。他的
一些老朋友，三峡反对派来信、
寄材料，我也都不让他知道。”

逝世前的陆钦侃住在一所
两居室的旧房内，他在这里住

了很多年，一直很冷清。
据说陆钦侃一辈子没向组织

提过要求，但在他逝世前的一段
日子，杨晴曾听陆老先生对家属
说，他想在临死前提唯一一个要
求，就是死后“上墙”(按规定，老
红军、离退休前担任过副局长以
上干部和1985年6月30日工资改
革前行政14级以上经中组部批
准享受局级待遇的干部逝世后，
可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办理骨灰寄
存，俗称“上墙”——— 编者注)。

杨晴说，陆钦侃是这样跟

家人解释的，解放前他是在国
民政府供职，但后来并没有去
台湾，而是选择了新中国。因为
反对三峡上马，他曾被很多人
误解。他想在死后“上墙”，是希
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革命者。

4月15日，林邑离开八宝山
竹厅时，忍不住又看了一眼老
先生的讣告。这上面写得很简
单，尤其让她感到意外和遗憾
的是，上述那些事，未提一字，
甚至没有让老先生魂牵梦萦一
生的“三峡”二字。


